
 

 

环境保护是否阻碍经济增长？
−基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环保机构垂直改革的研究

林立国1，2，杜泓钰2

（1. 上海财经大学 数理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433；2.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2016 年，中国开始实施省以下环保机构垂直改革，地方政府和各级环保部门职能进行

了大幅调整，这可能会带来环境、产业、经济等多方面的影响。文章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以下简

称生态功能区）为研究对象，探究了省以下环保机构垂直改革对生态功能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垂

直改革之后，生态功能区的实际人均经济水平不降反升，上升了约 3.3 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和第

三产业提升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垂直改革之后，县级环保部门的执法能力增强，空气污染和

水污染水平显著下降，这对生态功能区内的农业及旅游业发展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垂直改革减

少了地方政府的环境执法干预，改革之前地方环境分权程度越高、财政压力越大，经济增长效果越

明显；同时，垂直改革与生态扶贫具有协同效应，以一种切实有效的方式推动了生态功能区的经济

绿色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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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将每年 8 月 15 日设立为全国生

态日，以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而部分

地区自然灾害频发，生态保护和经济增长的争论始终未停。《2022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

示，2022年中国酸雨区面积约 48.4万平方千米，频率为 9.4%，地质灾害 5 659起，比 2021年分别

增加 1.2%、0.9% 和 18.6%。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要求一些地区以生态保护优先，经济增长居

次。2010年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中国国土划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

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其中，生态功能区为限制开发区域，以提供生态产品为主。

截至 2023年，中国生态功能区总面积逾 500万 km2，占总国土面积 50%以上，辖区人口近 2亿人。

生态功能区与贫困地区存在高度耦合，在限制开发与环保责任的双重约束下，生态功能区

的经济发展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方面，大规模工业化与城镇化开发的限制阻碍了当地产业的

发展，使得生态功能区的建设只能依赖当地自然资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另一方面，生态

环境保护责任使生态功能区的自然资源开发受到限制，“有山不能养畜、有矿不能开采、有库不

能养鱼”往往是当地常态。以河南省淅川县为例，作为京津人民的“大水缸”，淅川县既是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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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又是国家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水质常年稳定保持在Ⅱ类标准以上。为了保证水质，该

县先后关停企业 380多家，取缔网箱养鱼 5.2万箱。而淅川县又是贫困县，2015年年底该县仍有

贫困人口 69 555人，深度贫困村 98个。①因此，如何以生态保护谋求经济发展，是目前生态功能

区亟需解决的问题。

20世纪 60年代后期，Boulding正式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概念。生态经济学理论认为，经

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受生态系统容量制约（沈满洪，2009）。从生态经济学理论出发，生

态功能区发展离不开生态产业的发展。2011 年湖北省五峰县被纳入三峡库区水土保持生态功

能区，2012年五峰县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为 36.7%，高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其中，茶叶生产是当地农业的亮点和特色，约占 2012年总生产比重的 36%（闫晨红，2015）。河南

省淅川县属于第二批生态功能区，核心水源区存在开发限制的问题。为此，当地开发出“短线”

种植养殖、“中线”林果、“长线”生态旅游的特色绿色减贫路线。到 2020年，该县建成乡村旅游

示范村和农旅示范园 40 多个，农家乐 300 余家，带动周边 500 户贫困户年均增收 5 000 元以上

（江书军和陈茜林，2020）。此外，属于武陵山区生物多样性与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的湖南省慈

利县也大力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业，带动村民约 8万人就业（黄渊基等，2017）。可见，依托生态环

境、发展生态产业，的确是解决生态功能区发展问题的关键。

2016年，中国开始全面推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以下简称垂

直改革），对地方政府职能与环保部门权责进行大幅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将县级环保局从县政府

管辖下剥离，变为市级环保局的派出分局；上收市县两级环保部门的环境监察职能，由省级环保

部门统一行使。垂直改革涉及省、市、县等多级机构，影响地方政府、环保机构等多个部门。张

琦和邹梦琪（2022）研究发现，在垂直改革之后，省级环保部门的监管能力与基层环保部门的独

立性同步增强，这提升了地区环境执法力度，促进了企业增加绿色投资，地方环境质量也有可能

提升。环境质量与生态产业之间具有多种正向联系（Gómez Martín，2005；袁岳驷等，2022）。那

么，垂直改革能否同时促进环境质量提升与经济增长？对于上文提及依托生态产业发展的生态

功能区，垂直改革能否进一步为当地发展带来积极贡献？关于生态功能区经济效益的现有实证

研究大多以功能区建立为冲击，探究区域建设本身的经济影响（丁斐和庄贵阳，2021；侯孟阳等，

2023；杨喆等，2023），有关垂直改革政策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本文对垂直改革与生态功能区

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这既贴合生态功能区以生态环境建设为中心的现实背景，也契

合生态功能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迫切要求。

本文基于各省环保机构垂直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 2013—2021年中国生态功能区县域

面板数据，从地区环境变化、产业结构和地方政府动机等角度剖析了垂直改革的经济影响、作

用机制及效果。研究发现：第一，垂直改革显著提升了生态功能区的经济水平，人均实际 GDP

上升了约 3.3 个百分点。第二，垂直改革增强了基层环保部门的执法能力，促进了环境质量改

善。空气质量和水环境质量的提升为农业和旅游业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是生态功能区经济增

长的主要原因。第三，在垂直改革之前，县级环保部门受县政府管辖，地方环境行政执法干预频

发。而在垂直改革之后，县政府“一言堂”被打破，改革之前地方环境分权程度越高、财政压力

越大，经济增长效果越明显。同时，垂直改革与生态扶贫具有协同效应，这在贫困地区和人工造

林数量较多的地区更加显著。第四，垂直改革弥补了以往生态功能区地方政府出于产业同质竞

争、保全高利税行业动机而产生的环境治理缺口，同时实现了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和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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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贡献体现在：第一，立足于生态资源变现视角，探讨了生态功能区环境质量变化

的经济影响以及可能的内在机制，从而丰富了“两山”理论。1980年，许涤新创建了中国生态经

济学，距今已 40 余载。如今，中国生态经济学已进入以绿色发展为核心的理论研究阶段（于法

稳，2021）。关于生态与经济的讨论，早期的研究大多从经济机制转换入手，从优化资金投入方

面论述实现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要点（厉以宁，1991）。在绿色发展理念提出之后，中国生态

经济研究大多以“两山”理论为指导，针对当地现实背景来分析生态扶贫实践路径或理论机制

（沈茂英和杨萍，2016；胡钰等，2019；胡振通和王亚华，2021），或者从生态价值角度来分析各地

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Li和 Song，2022；李国平和李宏伟，2018），而较少以垂直改革为切入点来

分析生态功能区环境质量变化的经济效益，本文的研究则丰富和拓展了“两山”理论。第二，垂

直改革调整了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的职能，本文检验了改革后的基层环境治理效果，为生态环

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大综合一体化”改革等提供了经验支持。现有文献大多从县（市）改

区政策（吴金群等，2023）、小范围市辖区垂直管理政策（Han和 Tian，2022；韩超等，2021）以及中

央环保督察制度（Jiang等，2022；Zeng等，2023）等局部或短时具有垂直改革效果的政策入手，而

对 2016年开始的垂直改革的研究相对有限。垂直改革调整了地方政府职能，完善了中国环境治

理体系，尤其是强化了基层环境执法力度（张琦和邹梦琪，2022），与正在进行的综合行政执法、

“大综合一体化”所要求的基层环保机构职能细化、各部门合作协调、破除部门间执法壁垒等存

在内在一致性。本文展示了生态功能区在垂直改革后的变化情况，这既是对垂直改革综合效果

的检验，也为行政执法改革提供了经验支持。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假说

（一）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与垂直改革制度背景

为了优化国土资源空间发展格局，改善生态环境状况，各国先后制定实施了诸多生态保护

项目，如墨西哥森林生态补偿项目、巴西生态转移支付项目、美国土地休耕的保护储备计划等。

中国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从 2003 年开始谋划，在“十一五”期间正式提出建设要求。2010 年

12月，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中国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

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区域。其中，生态功能区属于限制开发区域，是“生态系统脆弱或生态功能重

要，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低，不具备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条件，必须把增强生态产

品生产能力作为首要任务，从而应该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地区”。生态

功能区的建立是中国统筹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一次尝试。

1. “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属地管理模式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中国一直采取“条块结合”的管理模式。“条形”纵向是从中央到地

方的分级管理体制，划分中央、省、市、县四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立法、监察、监测、执

法等方面进行从上到下的业务指导；“块形”横向是属地管理模式，与地方政府挂钩，将基层环

保部门作为地方政府的下属部门，由地方政府进行更加细化的管理。这种“条块结合、以块为

主”的管理模式能够使基层环保部门更快地对属地环境案件做出响应，提高执法效率，但同时会

埋下生态环境治理隐患。在垂直改革之前，地方政府对于环境监测监察执法、环保审批拥有很

大的干预权（张琦和邹梦琪，2022），能够选择性地执行中央政策（Zeng等，2023），现实中就曾出

现篡改伪造环境监测数据、①缩小自然保护区进行矿区开采、地方保护主义以及人为干扰环境执

  2024 年第 9 期

 ① 参见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401/c70731-267842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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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①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中央政府尝试改进以 GDP为主的地方官员考核体系，并采用领导干

部终身负责制。而这些只是对地方官员的外部施压，并没有进行治理结构的内部调整。2002年

陕西省印发《陕西省市以下环境保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意见》，这是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上的内

部结构调整尝试，而此项改革当时并未在全国铺开。

2. 省以下环保机构垂直改革

2016年 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

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垂直改革意见》），致力于从环境监测、监察、执

法等方面进行改进，解决现行以块为主的地方环境治理体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此次改革主要

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整：第一，调整地方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由省级环保部门对全省环境保护

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上收环境监察职能，实行生态环境质量省级监测与考核；县级环保局被

调整为市级环保局的派出分局，由市级环保局直接管理，领导班子成员由市级环保局任免。第

二，建立健全高效协调的运行机制。要求加强跨区域、跨流域环境管理，推行部门协作、综合决

策与环境监测执法信息共享，强调协同治理的重要性。第三，规范和加强地方环保机构和队伍

建设。充实一线环境执法力量，正视以往人员编制、执法力量不足等问题，提高队伍专业化水

平。在此之后，各省相继出台改革方案，到 2020年，垂直改革已在全国全面实施。表 1报告了各

地环保机构垂直改革方案印发情况。
 
 

表 1    各地环保机构垂直改革方案印发情况

年份 省、自治区、直辖市

2016年 河北、重庆

2017年 江西、青海、山东、福建、江苏、湖北、天津

2018年 陕西、上海、广西

2019年 北京、内蒙古、河南、湖南、宁夏、新疆、辽宁、吉林、山西、四川、甘肃、安徽、黑龙江、广东、云南、海南、贵州、西藏

2020年 浙江

　　 注：资料来自各省生态环境厅官网，经作者整理。
 

垂直改革为许多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例如，炎陵县位于湖南省株洲市，总面积 2 030.24

平方千米，属于南岭山地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在垂直改革之后，炎陵分局在全市率

先推行“局队站合一”体制改革，实行“领导+业务+执法”互补机制，促进环境监管执法效能提

升。对比发现，2020年，立案查处仅 7起，罚款 30余万元。到 2021年，立案 19起，罚款 89万元，

立案数和处罚金额均创新高。2021年，受理各类环境信访 126件，同比下降 10.7%；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达到 360 天，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98.6%，综合排名位居全省前列，跻身“2021 中国县

域旅游发展潜力百强县市”前 30强；旅游综合收入增长 7.5%，GDP增长 8.8%，生态“红利”持续

释放。②可见，垂直改革是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垂直改革与经济增长

垂直改革在体制机制上的调整对以往环境事权过度下沉所导致的跨界污染、激励不相容和

“逐底竞争”等问题具有遏制作用（马光荣等，2023）。一方面，从污染产生的角度出发，跨界污

染是环境治理中难以解决的问题。作为公共物品，清洁的空气和水资源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

征。在水污染及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行政区与流域整体之间存在收益与成本的非一致性，这

林立国、杜泓钰：环境保护是否阻碍经济增长？

 ① 参见 http://sthjj.hengyang.gov.cn/xsdt/20220929/i2802894.html?eqid=81abe570000233e70000000364340d35。

 ② 参见 http://49.5.6.212/html/2022-11/24/content_81771.htm。

•  81  •



会导致“以邻为壑”和跨界污染问题（金刚和沈坤荣，2018；宋德勇和张麒，2018）。另一方面，从

污染治理的角度出发，地方政府有意识的环境保护行为是环境治理中的难点。从地方发展角度

考虑，“纳税大户”不仅能够促进地方财政税收增长，还能带动居民就业，促进人口集聚和城市

化建设。因此，许多地方政府会纵容高利税主体的污染行为，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在垂

直改革之后，省环境监察、监测权增强，这能强化省级环保部门对下级部门的监管，有利于建立

环境管理监督制度，落实排污收费稽查任务（白俊红和聂亮，2017）；同时，管理体制调整，环境

执法重心下移，这能减少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保障基层环保部门的独立性，也便于省级和市级

环保部门在环境治理中的统筹决策，有利于解决跨流域、跨界污染等问题，从而促进当地环境

质量提升。

良好的空气环境及水环境是农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对于农业，雾霾等空气污染

会通过影响太阳辐射光、低温高湿、酸沉降等，减弱农作物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增加病虫害

和土壤酸度，从而降低农作物产量（Tie等，2016；马娟娟等，2017）。1992年，中国水污染对当年

农作物造成的损失高达约 13.8亿元，而大气污染对农业造成的损失合计约 72亿元（夏光和赵毅

红，1995）。2000—2018 年，中国约有超过 3/4 的粮食生产区域受到雾霾污染的影响，导致减产

（袁岳驷等，2022）。对于旅游业，旅游目的地的气候和天气是影响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Gómez Martín，2005）。雾霾等环境污染会增加健康危害和交通风险，导致旅客流失（徐冬等，

2019），而环境质量改善则能够缓解旅游业发展约束，提高游客旅游经历的质量（王湘，2001），产

生正向反馈，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农业和旅游业之间还具有联动性，在整体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的情况下，特色农业发展能够促进旅游业增长。例如，三峡库区水土保持生

态功能区的高山蔬果品因品质优良而深受城市居民喜爱，因而成为旅游异地消费的热点（刘军

林和陈国生，2018）。中国生态功能区的旅游业大多依托当地自然环境开发，受垂直改革影响而

可能展现出更加积极的经济增长效果。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生态功能区环保机构垂直改革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增长。

假说 2：生态功能区垂直改革加大了当地县级环保部门的执法力度，促进了空气及水环境

质量提升，从而推动了当地农业和旅游业发展。

1994 年，中国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进行管理。作为地方

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地方税是地方建设发展的基础。而目前，生态功能区大部分地区财政仍

处于收入小于支出、入不敷出的赤字状态。地方财政压力过大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保护高利税

主体，干预环境执法。而垂直改革改变了地方政府与基层环保部门的隶属关系，减少了地方政

府在环境保护执法方面的干预。因此，对于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垂直改革的积极效果可能更

加显著。此外，环境分权视角下，中央和省环境管理权力安排也可能会对垂直改革的效果产生

影响。环境分权与集权的问题可以追溯到环境联邦主义的讨论，其本质是环境事权在中央和地

方之间的分配。相对而言，环境集权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制度安排与公正执法，分权则更有利于

根据地区偏好，因地制宜地制定环保政策，保证效率（白俊红和聂亮，2017）。在垂直改革之前，

地方环境分权程度越高，中央对地方环境治理的干预越弱，地方政府的可操作空间越大，就越容

易出现环境治理问题。而在垂直改革之后，省级和市级环保部门的环境治理权力提升，这有利

于纠正地区环境治理问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设 3：在财政压力较大或环境分权程度较高的地区，垂直改革的积极效果更加显著。

中国生态功能区与贫困区在地理区位上存在很大程度的交叠。例如，2011—2020年，国家共

划分了 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及 680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剔除其中重合部分，共 832个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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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这些贫困县大多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与生态功能区存在重合，重合部分约占各自所含县区

总数的 2/3 左右。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生态破坏与贫困发生具有耦合性。“PPE 怪圈”

（Grant，1994）认为，贫困会导致人口增长和环境恶化，人口增长和环境恶化反过来又会使贫困

加深，从而形成循环。对于这些贫困地区，生态扶贫是重要的扶贫手段。林草局数据显示，为了

帮助贫困县脱贫，2011—2020年共成立扶贫造林（种草）专业合作社（队）2.3万个，吸纳 160多万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与生态工程建设，带动 1 6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增收。①垂直改革能够促

进生态功能区环境治理能力提升，对当地生态环境具有积极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与生态扶贫具

有协同效应，促进贫困地区生态扶贫事业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4：在贫困地区，垂直改革的积极效果更加显著。

三、研究设计

2016 年国家印发《垂直改革意见》，之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陆续出台改革方案。由于

各地垂直改革时间存在先后差异，本文构建模型（1）来考察生态功能区垂直改革对当地经济的

影响。

ln PGDPit =C+αRe f ormit +βControlit +σi+ρt +εit （1）

其中，i 表示县级行政单位，t 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 lnPGDPit 表示县经济状况，采用以 2012 年

为基期的该县人均实际 GDP 的自然对数来衡量。解释变量为环保机构垂直改革政策虚拟变量

Reformit，若县 i 所属省份在 t 年 6 月份之前印发垂直改革方案，则 Reformit 在当年及之后年份取

值为 1，否则为 0。

对于控制变量，张俊（2017）在分析高铁对县域经济的影响时，纳入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量等指标；张国建等（2019）利用县域人口密度来控制经济集聚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Li 等（2016）强调了财政状况对县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此外，各县的借贷融资所增加的资本积

累、产业结构等也会对县域经济产生影响（黄志平，2018）。因此，本文从产业结构、信贷情况、

储蓄状况、人口、教育、医疗、福利、基础设施以及财政状况等方面选取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变量 Controlit 包括：工业发展情况（ lnIndustry，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自然对

数）、产业结构（Third 和 Third2，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及其平方项）、财政状况（lnFinance，

人均实际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自然对数）、人口密度增速（Peoplez，单位面积人口数的增长

率）、储蓄状况（Save，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 GDP比重）、信贷情况（Loan，年末金融机构各项

贷款余额占 GDP 比重）、医疗状况（ lnHospital，医院卫生院床位数的自然对数）、教育状况

（lnEducation，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的自然对数）、福利状况（lnWelfare，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

床位数的自然对数）以及基础设施状况（lnPhone，年末本地电话用户数的自然对数）。

模型中还包含年固定效应和县固定效应，以控制全国经济周期及各县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

的影响。若 Reformit 的系数 α 显著为正，则表明垂直改革对生态功能区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本文采用两批生态功能区样本进行研究，样本区间为 2013—2021 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

局、各省生态环境厅官网以及《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描述性统计结果

见表 2。

林立国、杜泓钰：环境保护是否阻碍经济增长？

 ① 参见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03/content_55898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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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别 变量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lnPGDP 4 853 10.15 0.601 8.431 12.98

解释变量 Reform 4 865 0.363 0.481 0 1

控制变量

lnIndustry 4 701 3.134 1.173 0 7.116

Third 4 864 0.428 0.122 0.075 0.864

Third2 4 864 0.198 0.108 0.006 0.746

lnFinance 4 843 7.309 0.81 5.138 10.55

Peoplez 4 833 0.001 0.043 −0.5 1.022

Save 4 852 0.885 0.399 0.031 3.669

Loan 4 862 0.788 0.492 0.005 14.48

lnHospital 4 864 6.82 0.871 2.565 8.984

lnEducation 4 865 9.143 0.984 5.823 11.95

lnWelfare 4 824 6.274 1.153 0 9.188

lnPhone 4 848 9.578 1.011 2.565 12.817
 

政策发生之前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别是保证双重差分法有效性的前提。为此，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模型设定如下：

ln PGDPit =C+
6∑

k=1

φkPerk +φlCurrent+
4∑

j=1

φ jPost j+βControlit +σi+ρt +εit （2）

其中，Perk、Current 和 Postj 均为虚拟变量，分别表示县所在省份印发垂直改革方案之前第 k 年、

当地以及之后第 j 年。本文以各省印发政策的前一年为基期，所以 Per1 取值为 0。若 Perk 的系数

不显著，同时 Current 和 Postj 的系数中存在显著为正的，则可以认为通过平行趋势检验。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模型（1）探究了垂直改革对生态功能区经济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3。其中，

列（1）未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列（2）和列（3）分别控制了县固定效应和年固定效应，列（4）

加入了控制变量、年固定效应和县固定效应。从表 3中可以发现，在垂直改革之后，生态功能区

的人均经济水平显著提升。以列（4）结果为例，Reform 对 lnPGDP 的影响系数为 0.033，在 1%的

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垂直改革之后，生态功能区的人均实际经济水平上升了约 3.3个百分点，

经济增长效应明显，本文假说 1得到验证。

 

表 3    基准回归分析

（1）lnPGDP （2）lnPGDP （3）lnPGDP （4）lnPGDP

Reform 0.029*（0.017） 0.198***（0.010） 0.040***（0.012） 0.033***（0.011）

lnIndustry 0.159***（0.022） 0.108***（0.017） 0.097***（0.022）

Third −1.545***（0.523） −2.703***（0.542） −2.562***（0.539）

Third2 2.248***（0.571） 2.808***（0.573） 2.690***（0.568）

lnFinance 0.120***（0.023） 0.120***（0.027） 0.082***（0.021）

Peoplez −0.386***（0.068） −0.388***（0.068） −0.386***（0.064）

Save −0.358***（0.036） −0.511***（0.041） −0.505***（0.045）

Loan 0.013（0.012） 0.006（0.013） −0.001（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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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中列（4）的控制变量结果显示，目前第三产业是生态功能区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表现

为 Third2 的系数显著为正，与 lnPGDP 之间呈现正 U 形关系。估算发现，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约

50% 之后会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在于：在生态功能区，当第三产业占

比较低时，主要发展的是小规模服务业等，因而并不能起到支撑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在第三产业

占比超过一定比例之后，高端服务业快速发展，生态旅游等项目的规模效应显现，从而显著促进

了经济增长。旅游业是生态功能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赵磊（2012）发现旅游业与经济增

长效率之间呈现 U 形非线性关系，这与本文结果存在一致性。此外，财政收入、教育和医疗对

lnPGDP 的影响显著为正，储蓄、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则存在负向影响关系。

（二）机制分析

本文首先从三次产业结构上对垂直改革的影响进行分析，图 1展示了 2012—2021年生态功

能区的三次产业结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2012—2014年，生态功能区的第二产业占比最高，约

为 40%。而从 2015年开始，第三产业占比显著上升并超过第二产业，成为生态功能区占比最大

的产业。其中，2018 年和 2019 年，第三产业增长最为迅猛；到 2021 年，生态功能区的第三产业

占比约为 47.3%，占地区总产值的半数左右，成为目前生态功能区的主导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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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2—2021 年生态功能区三次产业结构
 

本文在产业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垂直改革通过何种方式影响产业发展，结果见表 4。
其中，列（1）分析了垂直改革对县级环保部门行政处罚数量（Fine）①的影响。结果显示，Reform

续表 3    基准回归分析

（1）lnPGDP （2）lnPGDP （3）lnPGDP （4）lnPGDP

lnHospital 0.193***（0.031） −0.009（0.013） 0.030*（0.015）

lnEducation 0.013（0.026） −0.086***（0.016） 0.040*（0.022）

lnWelfare 0.018**（0.009） −0.006（0.007） −0.004（0.007）

lnPhone −0.044***（0.010） 0.008（0.007） 0.007（0.008）

Constant 9.909***（0.014） 8.109***（0.325） 10.469***（0.265） 9.335***（0.283）

年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县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4 853 4 592 4 592 4 592

R2 0.055 0.160 0.636 0.369
　　 注：中国生态功能区分为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和生物多样性维护四种类型，回归分析在城市—功能区类型层面进行了

聚类处理，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林立国、杜泓钰：环境保护是否阻碍经济增长？

 ① 县级环保部门行政处罚数量来自北大法宝行政处罚数据库，https://www.pkulaw.com/law?isFromV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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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垂直改革之后，县环保处罚数量明显增加。列（2）和列（3）从空气质量

（PM2.5）①和水环境质量（氨氮含量 NH3_N）②两个方面分析了垂直改革对县环境的影响。结果显

示，在垂直改革之后，生态功能区的空气质量和水环境质量明显上升，这可能得益于环境行政执

法力度的提升。列（4）和列（5）关注垂直改革后的行业变化情况，考察了垂直改革对粮食产量自

然对数（lnGrain）和每年新注册旅游饭店数量（Tour）③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垂直改革之后，生态

功能区的粮食产量与旅游饭店数量明显增加，这是当地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表明生态功能区

环境质量的提升促进了当地经济增长，本文假说 2得到验证。
  

表 4    机制分析

（1）Fine （2）PM2.5 （3）NH3_N （4）lnGrain （5）Tour

Reform 2.950**（1.488） −0.782*（0.450） −0.106***（0.037） 0.180***（0.061） 2.956**（1.4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4 455 4 509 3 210 3 767 4 592

R2 0.050 0.054 0.073 0.0002 0.009

　　 注：双固定效应包括年固定效应和县固定效应，下表同。
 

（三）异质性分析

1. 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

财政分权视角下，地方政府在统筹地方发展的同时要兼顾政治晋升要求。生态功能区的林

草等自然资源难以在短时间内变现，地方财政压力越大，县政府越有可能干预环境执法，以谋求

短期政绩。本文按照各县垂直改革之前（2015年）的财政压力大小划分样本进行分组检验，财政

压力指标用各县财政收支比来衡量。表 5中列（1）和列（2）结果显示，在改革前财政压力较大的

县，改革后经济增长幅度更大且更加显著，本文假说 3得到验证。
  

表 5    异质性分析

县财政压力 省环境分权程度 是否贫困地区 植树造林数量

（1）压力大 （2）压力小 （3）程度高 （4）程度低 （5）贫困 （6）非贫困 （7）植树多 （8）植树少

Reform 0.059*** 0.019* 0.040** 0.003 0.040*** 0.005 0.058*** 0.014

（0.015） （0.011） （0.017） （0.012） （0.012） （0.018） （0.015） （0.01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系数组间差异检验 0.040*** −0.037*** −0.034** −0.040**

Observations 2 205 2 385 2 235 2 357 2 987 1 605 2 152 2 098

R2 0.267 0.283 0.495 0.270 0.362 0.443 0.422 0.429
 

环境分权视角下，中央与地方的环境管理权力可能会影响垂直改革效果。在垂直改革之

前，地方环境分权程度越高，中央对地方的环境治理干预就越小，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的策略性行

为也就越可能被掩盖。本文按照各省垂直改革之前（2015 年）的环境分权程度高低划分样本进

  2024 年第 9 期

 ① 空气污染数据来源参见 https://doi.org/10.5281/zenodo.6398971。

 ② 水污染数据来自青悦数据，https://data.epmap.org/page/index。由于国控地表水断面监测点数据为点数据，而实证分析采用县数据，因此

本文将两者结合，以各断面监测点为圆心，以 2个经纬度距离为半径做圆，按照县所在每个圆中面积占比及圆心水污染大小进行加权平均得

到县水污染数据。

 ③ 粮食产量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县新注册旅游饭店数量来自天眼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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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组检验，环境分权指标的构建方式参考白俊红和聂亮（2017）的研究。表 5 中列（3）和列（4）
结果显示，在垂直改革之前，省环境分权程度越高，改革后经济增长幅度越大。这表明垂直改革

完善了中国环境治理体系，本文假说 3得到验证。

2. 生态扶贫（增收）协同效应

环保机构垂直改革提高了生态功能区当地的人均经济水平，展示了生态环境保护在经济发

展中的积极影响，与生态扶贫（增收）可能存在协同性。为了检验垂直改革对生态扶贫（增收）的

影响，本文区分是否贫困地区和生态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考察。本文参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

要（2011—2020 年）》，按照是否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或者国家级贫困县划分样本进行分组检

验。表 5 中列（5）和列（6）结果显示，环保机构垂直改革在贫困地区的影响更加显著，这为垂直

改革助力生态扶贫建设提供了初步证据。此外，本文还使用各县植树造林数量来衡量当地生态

项目建设情况，从具体生态项目上考察垂直改革与生态增收之间的关系。表 5 中列（7）和列（8）
结果显示，在植树造林数量比较多的县，垂直改革后经济增长幅度更大。这再次体现了垂直改

革对生态扶贫（增收）的积极影响，本文假说 4得到验证。

（四）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使用模型（2），以各县垂直改革前一

年 Pre1 为基期，对垂直改革前后 lnPGDP 的

差异进行分析，并绘制平行趋势检验图。图 2
显示，垂直改革对生态功能区经济的促进作

用在改革之前并不显著，在垂直改革当年及

之后则显著，从而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

2. 更换被解释变量、考虑异常值、异质

性处理效应与对照组问题

本文首先采用各县的夜间灯光数据①及实际 GDP 自然对数来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

检验。其次，为了控制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 的缩尾处理。再次，由

于垂直改革在不同地区的实施时间不同，采用交叠双重差分可能具有异质性处理效应。对此，

本文使用 Callaway 和 Sant’Anna（2021）的双重稳健估计方法。最后，由于基准回归样本区间为

2013—2021年，在 2020年和 2021年样本中并不存在对照组。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采用 2013—2019年
样本（浙江省一直处于未实施垂直改革状态）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检验结果见表 6中列（1）至
列（5），本文结论保持稳健。

3. 工具变量检验

垂直改革由国家倡导实施，各省在制定改革方案时则可能会从当地现实情况出发，因而具

有一定的内生性。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采用省内城市所辖县的平均数量作为垂直改革的工具变

量。市县两级环保部门之间隶属关系的调整是此次改革工作的集中体现。由于县级环保局调整

为市级环保局的派出分局，城市所辖县越多，垂直改革对市环保机构权力的提升作用越强，越有

利于解决当地跨界污染等问题，因而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同时，县数量基本不变，也不

会直接影响当地经济状况，因而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参考孙传旺等（2019）以及吉赟和

杨青（2020）的做法，本文选择 2015 年省内城市所辖县的平均数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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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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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夜间灯光数据来自Wu等（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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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具变量。工具变量检验结果见表 6 中列（6）和列（7），工具变量 F 值大于 10，拒绝了弱工具

变量假设，而且在第一阶段与 Reform 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第二阶段 Reform 的系数显著为

正，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论的有效性。
  

表 6    更换被解释变量、考虑异常值、异质性处理效应、对照组问题与工具变量检验

更换被解释变量 缩尾处理 异质性稳健估计 2013−2019年样本 工具变量检验

（1）Mean （2）lnGDP （3）lnPGDP （4）lnPGDP （5）lnPGDP （6）Reform （7）lnPGDP

Reform 0.179** 0.031*** 0.034*** 0.049*** 0.082***

（0.069） （0.010） （0.011） （0.013） （0.023）

ATT 0.041***

（0.015）

County×Year2017 0.084***

（0.015）

County×Year2018 0.104***

（0.011）

County×Year2019 0.020***

（0.007）

County×Year2020 0.003**

（0.001）

County×Year2021 0.002*

（0.00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4 588 4 592 4 592 3 188 3 569 4 501 4 501

R2或F值 0.061 0.497 0.364 0.404 24.86 0.715

4. 安慰剂检验

本文随机抽样 500 次构建“伪政策虚拟

变量”进行安慰剂检验。图 3 中竖虚线为基

准回归系数 0.033，竖实线为 500 次回归系数

均值，横虚线为 P 值 0.1。可以看到，随机实

验中大多数回归系数的 P 值分布在 0.1 以

上，且系数均值接近 0，与基准回归系数存在

较大偏差。这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并非偶然产

生，而是垂直改革的影响，验证了结论的有效性。

5. 排除其他政策影响

上文结论还可能受到同期其他政策的影响，如行政区划调整政策、环保督察、海绵城市建

设、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以及第二批生态功能区设立等。对此，本文加入其他政策变量进行

检验，结果见表 7，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五、进一步研究

垂直改革实现了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双赢。那么在垂直改革之前，地方政府

为什么不选择加强环境规制的方式，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对此，本文认为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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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生态维护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由于生态功能区的产业发展局限，地方政府竞争加

剧，导致环境规制逐底竞争。财政部数据显示，2008—2023年，中央财政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

移支付资金规模从 60.51亿元增加到 1 091亿元，逐年增加的生态转移支付背后是高昂的生态修

复与保护支出。而即使如此，生态功能区各县财政依然入不敷出，县财政支出收入比的均值在

9 左右。国家对生态功能区具有严格的产业管控，要求各地编制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动态监控。

虽然生态功能区具有极高的自然资源价值，但是区域内自然禀赋差异并不大，各地产业结构具

有同质性（温旭新等，2022）。在这种情况下，负面清单管理限制进一步激化了生态功能区地方

政府之间的矛盾（Sun等，2021），使得地方政府对于可获得资源的竞争加剧，而不得不在一定限

度内采用适当放松环境规制的方式，以引资发展。

第二，绿色生态产业的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李明和龙小燕，

2020），导致地方政府为高利税行业服务。从 2004年开始，中国实施结构性减税，如全面取消农

业税、增值税试点改革等。2022 年，国家税务总局又印发《支持绿色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指引》，

从支持环境保护、促进节能环保、鼓励资源综合利用、推动低碳产业发展四个方面，实施了

56项支持绿色发展的税费优惠政策。这些政策措施虽帮助企业健康生产，但也增大了地方政府

的财政压力。例如，2019—2021年，炎陵县减免资源综合利用型企业青林活性炭厂和湖南现代环

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炎陵分公司增值税 66万余元和 27万余元，减免公共废水处理企业株洲炎

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应纳税所得额 240 余万元。①在地方财政收入中，3/4 左右为税收收入。在

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可能会降低对高利税行业的环保处罚，以保证税收收入。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对生态功能区地方政府的行为动机进行了检验，结果见表 8。参照

Young（2000）的研究，本文使用两种市场分割指数 MSI1和 MSI2来衡量各县产业结构差异，并认

为在产业结构越趋同的地区，地方政府竞争越激烈。表 8 中列（1）和列（2）结果显示，交互项系

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在产业结构趋同的县，垂直改革会使环境执法力度有更大的提升。这验证

了上文猜测，即生态功能区地方政府存在出于竞争考量而适当放松环境规制的行为动机。

此外，本文还检验了垂直改革在非生态功能区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以生态功能区周边

的非生态功能区为样本，检验结果见表 8中列（4）。可以看到，垂直改革的经济效应在其他地区

并不显著，本文猜测这可能与当地产业结构有关。目前生态功能区的发展以第一和第三产业为

主，但对于其他地区，第二产业仍是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这种产业结构的差异可能是导致垂直

改革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影响有所不同的原因。

 

表 7    排除其他政策影响

行政区划调整 环保督察 海绵城市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 第二批生态功能区

（1）lnPGDP （2）lnPGDP （3）lnPGDP （4）lnPGDP （5）lnPGDP

Reform 0.033*** 0.036*** 0.033*** 0.031*** 0.033***

（0.011） （0.011） （0.011） （0.012） （0.011）

其他政策变量 0.015 0.028*** 0.027 0.005 0.011

（0.018） （0.008） （0.031） （0.015） （0.02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4 592 4 592 4 592 4 502 4 592

R2 0.370 0.371 0.368 0.367 0.372

林立国、杜泓钰：环境保护是否阻碍经济增长？

 ① 参见 http://www.hnyanling.gov.cn/c14908/20210907/i17662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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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进一步检验

生态功能区 生态功能区 生态功能区相邻地区

（1）Fine （2）Fine （3）lnPGDP （4）lnPGDP

Reform 3.438** 3.217** 0.033*** 0.007

（1.573） （1.540） （0.011） （0.010）

MSI1 3.630***

（1.326）

MSI2 7.109*

（4.033）

Reform×MSI1 −2.033*

（1.109）

Reform×MSI2 −8.032**

（3.47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系数组间差异检验 0.026***

Observations 4 455 4 455 4 592 5 086

R2 0.053 0.052 0.369 0.469
 

六、结论与建议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无争”到“对立”又到“和谐”的过

程，经济与生态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从“低水平的协调”到“严重不协调”又到“协调”的阶段

（王松霈，2003）。而始终穿插其中的是经济与生态如何平衡发展的问题。本文基于各省环保机

构垂直改革政策，利用中国生态功能区 2013—2021年县级行政单位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

探究了垂直改革对各县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垂直改革对生态功能区的人均实际经济水平具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垂直改革加强了基层环保部

门的执法能力，使得生态功能区的空气环境和水环境稳定向好。环境质量的提升推动了农作物

产量的增加和旅游业的繁荣，从而对人均 GDP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在省环境分权程

度较高和县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更加显著，在贫困地区也更加显著，表明垂直改革在生态扶贫

问题上亦有所助益。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总结各地垂直改革经验，优化完善基层执法

制度。垂直改革暴露出以往基层环境执法力度不足的问题，对此各地依据自身特点完善并创新

了环境执法制度，如炎陵县的“局队站合一”，山西省构建省、市、县、乡四级生态环境保护委员

会等。而这些制度在当前有效性的基础上是否具有长期的可执行性仍需进一步考证。持续优化

完善基层执法制度不仅有利于今后环境质量的进一步提升，更有利于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

政执法改革和“大综合一体化”改革。第二，对于生态功能区，环境质量的提升与经济增长息息

相关，是“两山”理论的重要实践。在这些地区，保护好环境意味着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要时

刻关注生态功能区的环境变化，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对于生态功能区，提高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保障生态产品供给、维护生态安全才是财富增长的源头所在，饮鸩止渴式“先发展、后治

理”的方式需要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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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inder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Vertical Reform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s in the National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Zones

Lin Liguo1，2,  Du Hongyu2

(1. Key Laboratory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SUF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Summary:  Over the past decade, China has made many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ecological civiliza-

tion, but some regions still face the problem of frequent natural disasters. In 2010,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National Functional Zoning Plan, officially defined the national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zones to protect ecolo-

gical environment. In September 2016, China issued the Guidelines for the Pilot Program for the Vertical Man-

agement Reform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spection, and Law Enforcement below the Provincial Level,

which enhanced the supervision capacity of provinci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s and the inde-

pendence of grassroot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s. In the national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zones,

environmental quality is high-correlated with economic growth, so it provides an appropriate setting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data from 2013-2021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County-level), this paper takes the imple-

mentation of vertical reform policies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employs the DID method to empiric-

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reform on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ational ecological function zones. The find-

ings indicate that the reform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with a more pronounced

effect observed in areas with a higher degree of environmental decentralization, higher fiscal pressure, impov-

erished counties, and more afforestation. The vertical reform enhances the independence of grassroots environ-

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s and promotes environmental quality. The reduction of air and water pollu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which contributes to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n economic growth, enriching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Moreover, the vertical reform adjusts the func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environment-

al protection agencies,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subsequent comprehensive adminis-

trative law enforcement reform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Key words:  national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zones；  vertical reform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s； ecologic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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